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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對於首投族之政治傳播效果：

以 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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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電視公民辯論會在選舉的情境中，對於選民造成的政

治傳播效果。電視辯論在台灣仍屬新興的政治傳播工具，相關的研究仍

屬少見，其是否會增加選民投票意願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為本文最

主要的研究問題，且相較於僅聚焦於不同媒介使用對選舉參與影響的

過去研究，本文還進一步討論閱聽人對電視辯論效果的評價和主辦電視

辯論媒體的認同。具體而言，本文針對首投族，以實驗法就曾經觀看

2012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者與未曾觀看者，比較所造成的政治傳播效

果。研究結果發現：在政治效果上，電視辯論可以提高選民的議題性選

舉知識，且觀看者比未觀看者，有較高的比率會改變投票的支持意向；

在媒體評估效果方面，有觀看電視辯論的選民，會產生較佳的媒體效果

評價、對於主辦辯論的媒體也有較高的認同；最後，選民長期的政治興

趣、政治參與度、媒體依賴程度、電視使用習慣，皆會干擾電視辯論對

選民的政治傳播效果。研究結果肯定電視辯論在政治選舉所扮演的正面

角色，並提供相關的理論與實務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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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傳播科技媒介的發達和開放，民眾的政治認知與態度如何被媒體影響，以及選民

的政治網絡、興趣、參與和信任與媒體使用行為之間的關聯，成為學界的熱門議題（陳

憶寧與羅文輝　2006）。候選人接觸選民的方式很多，除了造勢會場、掃街拉票外，最主

要是透過各種不同媒體來傳遞政見及選舉相關訊息。過去已有許多文獻探討媒體使用對

選民的影響（e.g. Chaffee, Zhao, and Leshner 1994; Eveland and Scheufele 2000; Hardy and 

Scheufele 2005; 王嵩音　2006；翁秀琪與孫秀蕙　1994；張卿卿　2002），並證實了不同

媒體產生不同的政治傳播效果。

相較於其他的競選行為，電視辯論為選民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競選訊息型態。有別於各

抒已見、沒有交集的電視政見會，電視辯論使候選人同時登台並在言詞上交鋒。就提供選

民多元訊息而言，無論電視辯論最終是聚焦於政策比較或人格檢驗，其都為選舉的過程

提供了更多元而深入的資訊（溫偉群與游梓翔　2008）。電視辯論起源於 1960年美國總

統候選人甘迺迪和尼克森，其後全世界至少有二十個國家舉辦過領導人選舉的電視辯論

（Benoit 2007; Coleman 2000; 溫偉群與游梓翔　2008）。台灣從 1994年北高市長選舉首開

其端嗣後，電視辯論已成為台灣縣市長選舉中的常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則首次出現於

1996年的首次總統直接民選，而 2004年大選中總統候選人的兩次電視辯論，更成為華人

社會領導人選舉辯論的先驅。延續 2004年，2008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引發的高收視率，

更激起若干學者對其傳播效果的分析。2011年底三場總統副總統電視辯論，平均每場累

積收視率達 5.3，估計約有超過 100萬人同時觀看，其引發的政治傳播效果頗值得深入探

討，斯乃本文的研究動機之一。

另一方面，近年來「首投族」成為總統選戰的關鍵，以 2012年的總統大選為例，不

論是馬英九總統的校園巡迴、或蔡英文主席的「學院風」挺進校園及「小英女孩」廣告，

皆致力於吸引、鞏固「首投族」選票，此外，兩人也都安排在首投族的簇擁下，宣佈參

選，首投族成為國、民兩黨爭相拉攏的重要族群（鈕則勳　2011）。在國外，2008年美國

總統歐巴馬的競選策略，也致力於開發「首投族」票源，獨立選民和青年選民的熱情支

持，對其勝選扮演了居功厥偉的角色（玉山周報　2010）。

所謂「首投族」，是指在選舉中首次擁有投票權的選民。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料

推估，出生在 1988至 1991年間的年輕人，在 2012年 1月 14日首度擁有投票權，總人數

約 120多萬人（約占全體選民的 5%），其選票流向可能推動選舉板塊的移動，遂成為兵

家必爭之地（劉金華　2011），特別是因為其首次投票、可塑性高，且較具有理想性和正

義感、通常缺乏明顯的政黨好惡和意識形態，故候選人的政策理念，容易得到其認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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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值得開發的選票來源。

年輕人的投票行為通常傾向選人不選黨，領袖的親和力和執行力，才是他們考量的重

點 (Brady and Volden 2005; Gerber and Green 1998; 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現任者雖

有各種包袱、較多被檢驗的空間，但是當挑戰者敘述一個美好未來的可能時，還是得面臨

政見被檢視的問題。沒有政黨立場、意識形態的年輕人，要求的是一個開放、可以讓候選

人公平競爭、闡述政見的空間，而電視辯論正好提供了這樣的平台。

隨著傳播媒介的發達，透過各種媒體接觸並影響首投族，成為影響選戰結果的關鍵

因素之一。媒介使用與選舉參與、政治資本的關係，可以規範性理論 (Normative Theories)

來解釋，該理論主張：資訊環境會影響民眾如何學習重要議題、瞭解民意代表及政府官

員之作為、如何與其溝通。簡言之，規範性理論認為豐富的資訊環境可讓民眾更有動機、

能力與機會進行政治參與 (Barber 1984; Dahl 1989; Fishkin 1991)。過去研究也發現，媒體

使用與選民的政治興趣、政治知識以及政治參與均呈現正相關 (Johnson and Kaye 1998; 

Robinson and Levy 1986; Scheufele and Nisbet 2002)。但亦有研究顯示，媒體使用可能造成

選民的憤世嫉俗感、政治冷漠與降低政治參與 (Cappella and Jamieson 1997; Hart 1996; Moy 

and Scheufele 2000)。不過，當前媒體使用的研究較著重在報紙、電視（新聞報導或政論

性節目）、網路等媒體類別的討論，對於較具議題性或公正性的候選人電視辯論與政治傳

播效果之關係，則較少著墨，且尚未有研究涉及電視辯論對於首投族的影響，此為本文的

研究動機之二。

雖然年輕的首投族選民，相較於年長選民，其獲得資訊的管道更加多元，對於網路來

源的依賴和重視程度可能更甚傳統的報紙和電視（蘇蘅與傅榆　2011），使得年輕選民透

過電視觀看總統大選辯論會的收視情況不如年長選民，不過其收視成長幅度卻有上升的趨

勢（大紀元新聞，2004年 2月 21日）， 1 而各候選陣營也越來越重視透過電視辯論接觸首

投族選民的機會，無論是從邀請首投族代表作為參與辯論會的來賓，或辯論會時候選人

發言的內容提及「年輕人」相關議題與政見之比重等皆可窺之一二（中央社即時新聞，

2011年 12月 2日）， 2 加上電視辯論也透過越來越多的媒介形式轉播、重播與散佈（如網

路直播平台、影音網站 YouTube、行動裝置 App等），都增加了年輕選民以不同形式觀

看電視辯論，或接收到辯論相關內容資訊的機會。此外，根據消息來源擴大理論 (Source 

Magnification Theory)，當同一則訊息透過多重消息來源傳遞時，可以引發較高的訊息處

1 大紀元新聞，2004，〈第二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　收視率略為下滑〉，大紀元新聞，2月 21日，

http://www.epochtimes.com/b5/4/2/22/n471367.htm，檢索日期：2013年 12月 25日。
2 鄭景雯，2011，〈總統大選電視辯論　最終彩排〉，中央社即時新聞，12月 2日，http://www.cna.

com.tw/Topic/newstopic/261-35/201112020048-1.aspx，檢索日期：2013年 1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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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動機並產生較佳之說服效果 (Harkins and Petty 1987)，張郁敏（2008）也指出，對同一

訊息而言，多重媒體重複較單一媒體重複可產生較高的注意力。電視辯論對首投族而言，

可以透過電視此傳統媒體觀看，亦可由網路直播或是影音網站等不同媒介重播，透過多重

媒介的傳遞，應可引起較大的注意力，進一步擴大訊息處理的動機，而發揮較大的傳播效

果。且年輕的首投族亦較年長者有能力，透過多重媒體（網路、App等）重複觀看同一訊

息，而產生較強的傳播效果反應。

具體而言，本研究旨在探討首投族觀看總統大選辯論後的政治傳播效果，並釐清選民

長期性的政治興趣、政治參與程度、媒體依賴程度和電視使用習慣的干擾作用。作者期望

經由本研究，有助於學界與政界，分從理論和實務層面，真實瞭解電視辯論的政治傳播效

果。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說

一、電視辯論的重要性與影響

在政治傳播領域，已累積了不少關於電視辯論的研究成果 (McKinney and Carlin 

2004)，Coleman(2000)指出，電視辯論可吸引選民注意，具有教育、平等使用媒介、檢驗

候選人特質、及促使候選人了解對手立場的功能，故電視辯論雖然只是候選人的傳播活動

之一，卻總是成為選戰中的焦點，受到選民高度重視。

傳播學者曾形容電視辯論是候選人所參與的所有選戰傳播活動中，最為關鍵者

(Friedenberg 1997, 85)。此外，根據政治論述功能理論 (Fun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al 

Discourse)，電視辯論是最能表現候選人訊息的競選制度 (Benoit 1999)，綜合上述，本研

究認為，電視辯論有其政治傳播效果，可影響觀眾的多種反應。由於在我國政治學者的研

究中，探討的媒體變項不足（彭芸　2007），故本研究將政治傳播效果分為「政治效果」

與「媒體評估效果」，前者意指民眾的政治認知、態度、行為意願等反應是否受到觀看電

視辯論所影響（陳憶寧與羅文輝　2006），所探討的效果構面包括：選舉知識（議題式與

一般性）、選舉興趣、人際傳播行為、投票意向改變、支持信心、投票意願；後者意指

閱聽人根據其媒體接觸經驗，所形成的媒體信念和評價，且此一信念與評價將再影響以

後的媒體使用動機和行為，討論的構面則包含：電視辯論媒體效果評價、主辦媒體認同

（Jugenheimer, Barban, and Turk 1992; 陳可立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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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視辯論之政治效果

1. 選舉知識

選舉知識可以分為議題式和一般性選舉知識，前者是指選舉期間各候選陣營提出的選

舉重要議題，透過這些議題的討論，選民可知各候選人的人格特質以及政見立場；後者是

指和選舉有關的基本時事知識，例如：有多少人參選及各參選人的號次等（Neuman, Just, 

and Crigler 1992; 林聰吉與王淑華　2007）。本研究認為觀看電視辯論與否，對於選民的議

題式知識和一般性知識會有不同的影響：

首先，議題設定理論 (Agenda-Setting Effect)主張，選民可以透過大眾媒體得知選

舉的重要議題，也可以知曉候選人的人格特質以及政見立場 (Chaffee and Kanihan 1997; 

Chaffee, Zhao, and Leshner 1994; Weaver et al. 1981)。過去研究電視辯論的學者，已證實

電視辯論會提升選民的選舉議題知識 (Benoit, Hansen, and Verser 2003)，Benoit、Wen與

Yu(2007)針對台灣選舉的電視辯論進行研究，發現候選人在政策論述的比重高過針對人

格論題，故其間接認為：相較於未觀看電視辯論者，有觀看的選民，會有較多的議題性選

舉知識。故本研究推論，觀看電視辯論是一種高涉入性的媒體使用，且辯論中對各候選人

主張之議題和人格檢視會做有效的自誇及攻防，進一步累積觀看者的議題式選舉知識。

至於一般性選舉知識，雖然過去研究發現，新聞媒介使用與政治知識呈現正相關，

即使用頻率愈高，政治知識愈高（Lo 1994; Robinson and Levy 1986; 羅文輝與鍾蔚文 

1991），但近年的研究卻顯示：媒介使用對於提高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乃必要卻非充分條

件，尚需其他中介變項才會產生效果 (e.g. Nisbet and Scheufele 2004; Scheufele 2002)。此

外，過去研究中的選舉知識多以國家現任元首或重要行政官員、和政黨領袖及若干憲政外

交問題來衡量（王嵩音　2006；陳憶寧與羅文輝　2006），少有以一般性的選舉知識（例

如：幾組候選人、各候選人競選號次）為衡量方式。選舉活動是在一定時間內競選行為的

集合，各政黨或候選人陣營都極盡所能的以各種方式接觸選民，因候選人陣營的宣傳、文

宣品及其他大眾媒體的接觸，選民暴露在各種競選文宣與新聞下，很容易產生最基本的知

曉 (awareness)層次，例如：各政黨的候選人為何、有幾組候選人角逐等，是較普為熟知

的選舉知識，而這種一般性的選舉知識，並不會因為觀看電視辯論與否而有明顯差異。綜

合上述，本研究爰提出以下假說：

H1a： 有觀看電視辯論者，相較未觀看者，會有較多的議題式選舉知識，但兩者的一

般性選舉知識則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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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舉興趣

政治興趣是指個人對政治的興趣與關心的程度，包含平時對於政治方面消息的興趣

和選舉期間對於選舉的興趣（Garramone 1985; 洪雅慧　2009），屬於長期的心理傾向，而

選舉興趣則是政治興趣的一部分，屬於短期、針對特定選舉的一種心理傾向，較易由競

選傳播活動所引發，故各候選人陣營無不期望透過有效的競選傳播策略來提高選民的選

舉興趣（鄭自隆　2011），而傳播媒體的使用即為重要的競選傳播工具之一。然而，傳播

媒體加入選戰，卻也引發批評浪潮，尤其是電視媒體，因其報導選舉新聞多著重賽馬式

(horse-racing)的支持度輸贏結果，而非候選人的能力與政見立場，此外，愈來愈多的負面

競選廣告，更被學者發現會增加選民對選舉的鄙視與冷漠、降低投票意願 (Fallows 1996; 

McChesney 1999)，故媒體是否能提高選民的選舉興趣，端視其能否提供有價值的訊息。

本研究推論，相對於媒體新聞報導，由於電視辯論著重在候選人政策辯論和人格檢驗，且

具有完整的政策論述機會和交叉詰問的攻擊和防禦，能深刻讓選民產生議題知識、改變對

候選人人格的認知等 (Benoit, Hansen, and Verser 2003)，故其提供的資訊應更具價值，進

而提高選民的選舉興趣。爰提出以下假說：

H1b：有觀看電視辯論者，相較未觀看者，會有較高的選舉興趣。

3. 人際傳播行為

人際傳播行為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互動，涉及內容的交流以及傳播者間的互動關

係 (Watzlawick, Bavelas, and Jackson 1967)。競選活動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若用極小

效應模型 (Minimal Effects Model)來解釋，其透過媒體所帶來的政治效應會被許多因素所

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透過社會互動模式和溝通模式所產生之人際傳播，所發揮之中

介作用 (Kenny 1998; Nieuwbeerta and Flap 2000; Pattie and Johnston 2001)，亦即透過媒體傳

播政治訊息引發之人際傳播行為，是大眾媒體和選民之間的重要中介角色，唯有選民透過

與他人討論自媒體獲取之政治資訊，才能對政治有更深入的瞭解，也才會積極參與政治行

為，故人際傳播是媒體接觸與選舉參與之間的中介變項 (Nisbet and Scheufele 2004)，具有

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電視辯論是重要的競選傳播工具，其應可提升選民之選舉興趣和參

與，且係透過人際傳播之機制，故本研究主張，觀看電視辯論會形式之媒體接觸，相較於

未觀看者，會引發較多的人際傳播行為，爰提出以下假說：

H1c：有觀看電視辯論者，相較未觀看者，會引發較多的人際傳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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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票意向改變

首投族通常較無政黨傾向、沒有固定的支持政黨或候選人；且其可塑性高，願意透過

理性政策的比較來做投票選擇（高順德　2011），故電視辯論的政策論述是首投族檢視候

選人的極佳機會。雖然電視辯論改變選民政治立場的效果仍受到質疑，但仍有許多政治傳

播學者或民調指出，電視辯論常具有左右「未決定選民」的影響力，而這項影響力足以改

變總統大選的結果（Benoit and Wells 1996; Benoit, Hansen, and Verser 2003; Lee and Benoit 

2005; McKinney and Carlin 2004; 溫偉群與游梓翔　2008）。本研究認為，無論首投族是否

已有可能的支持人選，透過觀看電視辯論，因為可以在短時間內充分理解各候選人政見、

理念和人格特質，對形塑投票意向（原無支持者）或改變對特定支持者的投票意向（例

如：改變支持者、或轉為都不支持、未決定、不投票、投廢票）皆有其影響力，故可增加

選民投票意向改變可能性。爰提出以下假說：

H1d：有觀看電視辯論，相較於未觀看，會提高首投族選民投票意向改變的可能性。

5. 支持信心

態度信心是指，人們主觀認為自己態度正確的程度，或是對於自身態度的確信感

(Abelson 1988; Gross, Holtz, and Miller 1995)。當人們對於自己的態度越具有信心時：

(1)該態度越能夠預測行為意願與真實行為，可增強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連結性 (Fazio and 

Zanna 1978; Gross, Holtz, and Miller 1995)、(2)未來越能夠成功抗拒立場相反的說服訊息

(e.g. Krosnick and Abelson 1992; Swann, Pelham, and Chidester 1988)；(3)可正向影響態度的

持續性，使得該態度越為穩定，不易因為時間而改變 (Bassili 1996)。因此，態度信心是人

們態度的一個重要特質，在政治領域的相關研究中，選民對於候選人、議題、政策的態

度信心，亦被學者視為可影響選民行為、候選人評估與選擇之重要因素 (e.g. Alvarez 1998; 

Farc and Sagarin 2009; Peterson 2004)，常被視為干擾變數處理，可影響選民態度與行為之

間的關係。

本研究根據態度信心的定義 (Abelson 1988; Gross, Holtz, and Miller 1995)，並將態度的

標的換成所支持的候選人，將支持信心定義為選民對於所支持候選人的確信感，即其主觀

判斷自己支持該位候選人的態度是否正確的程度，並根據上述文獻推論，若選民的支持信

心越強烈，則越會採取實際的支持行為，且越不容易被敵對陣營候選人所說服。故若能提

高選民對自己的支持信心，對於候選人有其正面價值。

根據媒介效果與政治傳播相關理論，選民透過各種競選傳播所獲得的候選人資訊，

對其投票決策行為有極大參考價值（Hovland, Janis, and Kelley 1953; 陳憶寧與羅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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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且資訊的有用性和豐富性愈高，選民的認知有用性也會愈高。本研究推論：電視

辯論會上所獲得的資訊，除了會影響選民的支持意向外，由於其深入、客觀的比較各候選

人的立場和政見，相較於其他競選傳播（例如電視新聞或文宣），電視辯論除了有各候選

人的申論，還有候選人間的交互詰問答辯，和公民團體的提問，故其資訊有用性和豐富性

應為各種競選傳播媒介中較高者（溫偉群與游梓翔　2009），因此，選民藉由此種資訊所

形成的態度也會更為堅定，即強化選民對辯論會後支持對象的支持信心，對於自己的決

策更感到正確。此外，觀看電視辯論是一種高涉入的媒體使用行為，而透過高涉入、高

度推敲的過程所形成的態度（即候選人態度、投票意向），其強度和信心通常也較為強烈

(Petty, Haugtvedt, and Smith 1995)。本研究爰提出以下假說：

H1e： 有觀看電視辯論，相較於未觀看，會提高首投族觀眾對辯論會後支持對象的支

持信心。

6. 投票意願

過去研究證實：使用媒介獲取公共事務資訊和選舉參與行為之間具有正向關係

(Chaffee and Kanihan 1997; McLeod et al. 1996; Nisbet and Scheufele 2004)，收看電視與報

紙的公共事務報導數量頻率愈高，政治參與程度愈高，其中報紙的影響又比電視大，而閱

讀報紙政治新聞與政治參與具有最強的關連性（Robinson and Levy 1986; 陳憶寧與羅文輝 

2006），且文獻也證實：媒體使用行為會影響政治效能、政治參與、選舉參與及投票行為

（翁秀琪與孫秀蕙　1994；孫秀蕙　1995；張卿卿　2002；彭芸　2002）。由於電視辯論

是競選活動中重要的媒體傳播之一，而投票意願是政治參與最重要的行為之一，故本研究

推論，選民透過電視辯論（媒體使用）了解候選人的政策立場、獲得選舉相關資訊，無論

強化或改變其投票傾向，由於選舉興趣之提升，故皆會提高其出門投票意願。爰提出以下

假說：

H1f：有觀看電視辯論者，相較未觀看者，會有較高的投票意願。

（二）電視辯論之媒體評估效果

媒體一詞可指稱介質和機構兩種涵義，本研究中的媒體評估效果包含電視辯論媒體效

果評價與主辦媒體認同，雖然變數的名稱都包含媒體二字，不過乃是針對不同的標的物進

行評估，前者針對「電視辯論」此種資訊傳播的介質評估其媒體效果，後者則針對電視辯

論的「主辦單位」此一機構評估媒體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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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關於媒體使用的研究，多討論媒體使用對閱聽人政治信任與政治效能感的影響

（e.g. 陳憶寧與羅文輝　2006；彭芸　2002），較少討論其對媒體自身評估的作用。閱聽

人對媒體的評價（例如：媒體的權威與聲望、影響力、認同與信任等），其實與閱聽人對

媒體所傳播內容之評價或對內容的功能性需求有關 (Jugenheimer, Barban, and Turk 1992)，

當媒體被視為是公正且提供豐富的資訊內容時，可成功激起觀眾的選舉興趣，有助於其更

具效能、更積極的參與政治 (Johnson, Braima, and Sothirajah 1999)，故觀眾也會以正面的

態度回饋該媒體，對其產生較佳的評價；另外，政治對選民而言是需要不斷學習的課題，

選民愈積極接觸媒體，越有機會增加政治知識 (Atkin et al. 1973; Chew 1994)，並提升其政

治效能感 (Bandura 1986)，因此，許多閱聽人亦會積極主動藉由各種媒體尋找政治訊息或

是選舉資訊，以便在選舉時做出正確的決策，故若某一媒體能快速、正確提供閱聽人所需

的資訊、滿足其需求，則能進而提升閱聽人的媒體滿意度，並產生較佳評價。故本研究認

為，由於電視辯論通常可以提供快速、豐富且客觀的選舉資訊，基於上述回饋心態和需求

滿足的原因，故應可提升閱聽人對主辦單位／機構的媒體評價，並展現於媒體效果的認同

構面（林素真　2009；陳可立　1996）。此外，根據態度變遷理論中的自我知覺理論 (Self-

Perception Theory)，該理論主張：人們會藉由觀察自己的行為，來推論、判斷自己的態度

(Bem 1972)，故本研究也認為：當閱聽人觀看電視辯論後（行為發生後），為合理化其觀

看行為，故會對於電視辯論此種資訊傳播介質的媒體效果產生較為正面的評價，以維持認

知、情感和行為之間的一致性，避免不一致時所引發之負面感受（林建煌　2010）。綜合

上述，本研究爰提出以下假說：

H1g：有觀看電視辯論者，相較未觀看者，對於電視辯論媒體效果有較佳的評價。

H1h：有觀看電視辯論者，相較未觀看者，對電視辯論的主辦媒體會有較高的認同。

二、政治興趣、政治參與程度對於電視辯論政治傳播效果之干擾

政治興趣會驅使個人接觸政治資訊 (Atkin, Galloway, and Nayman 1976; Johnson and 

Kaye 1998)，進而幫助個人累積、擴展政治資源，促成政治資本的累積（Bourdieu 1998, 

16; 陳憶寧與羅文輝　2006）。故政治興趣常是影響選民政治行為的重要預測變項，通常

政治興趣高者，較常接觸選舉資訊，對於資訊的吸收程度也較高，較會和他人討論政治話

題。本研究推論：對於電視辯論此一競選活動而言，政治興趣高者更會視其為重要的選舉

訊息來源，更加注意其中的內容，故會提高其影響程度。爰提出以下假說：

H2：選民的政治興趣會「提高」觀看電視辯論所引發的政治傳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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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證實政治參與會正向影響政治效能感（王靖興與王德育　2007），而政治參

與及政黨認同，兩者會產生正向強化循環，例如，因為政黨認同而對於政治活動更積極

參與，也可能因為越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而強化其政黨認同 (Abramson 1983; Milbrath 1977; 

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政治心理學的相關研究 (e.g. Fischle 2000; Goren 2002)指

出：政黨認同者雖然因其政治涉入程度較高，有較強烈的動機處理政治資訊，但在處理上

常呈現一種可預測的偏差模式，只會處理、記憶和其政黨傾向一致的資訊，對於其他政黨

提出的政治溝通訊息，則常會採取反抗的心態，抗拒其內容 (McNair 2003)，甚至可能會

選擇性的注意，對於一些可能對其造成心理威脅的刺激，在潛意識上即先行篩選 (Spence 

and Engel 1970)，Ahluwalia(2002)和 Dawar與 Pillutla(2000)的研究也指出，與偏好立場一

致的資訊會讓人們覺得較為相關、可信、正確，反之，與偏好立場不一致的資訊，則較容

易讓人懷疑，接受度較低。由於政黨認同者對於辯論訊息較難進行客觀的評估，會受到

其政黨認同之影響，而採取特定的解讀觀點，在知覺闡釋上，會對那些與自我的感覺或

信念相衝突的資訊，進行改變或曲解，故會因人廢言，產生一種選擇性的扭曲 (Selective 

Distortion)(Schiffman and Kanuk 2007)，並可能自動過濾與自己偏好不一致的部分 (Merritt 

1984)，換言之，其在觀看各個政黨候選人攻防之電視辯論時，為維持自身既定立場與偏

好不被挑戰的防禦心態 (Ahluwalia 2002)、加上對部分敵對候選人所傳遞資訊的選擇性注

意、扭曲、抗拒與排斥，應會削弱觀看電視辯論的政治傳播效果。綜上，因政治參與程度

高者，本身的政黨傾向容易產生既定立場，故對競選活動的訊息易產生過濾和扭曲效果

(Finkel 1993)，降低觀看電視辯論所可能引發之效果，爰提出以下假說：

H3：選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會「降低」觀看電視辯論所引發的政治傳播效果。

三、媒體依賴程度、電視使用習慣對於電視辯論政治傳播效果之干擾

依據媒介系統依賴理論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大眾對媒介的依賴程度，

會因個人、團體及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而媒介、閱聽人與社會三者的互動，亦會影響

閱聽人對媒介的依賴程度。媒介系統會以三種形式使人產生依賴，分別為資訊的收集與創

造、資訊的處理以及資訊的傳佈，這些過程皆影響人們的想法、感覺與行動 (DeFleur and 

Ball-Rokeach 1989)。當閱聽人對某個媒介的依賴程度愈高時，會對其產生情感，並較關

注其所釋放的訊息 (DeFleur and Ball-Rokeach 1989)。

為擬定正確的投票決策，選民通常需要一定的政治知識和對候選人議題訊息之瞭解，

故需透過媒介傳達的資訊來達成目標，而媒體依賴程度愈高者，其依賴媒體資訊來達成其

目標的程度會愈高，且會認為媒介傳遞的訊息越為可信 (Johnson and Kaye 1998; Want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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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1994)，因此，媒體傳遞的資訊對其影響力也會較大。

此外，媒介系統依賴理論假設生存與成長是人類最基本的動機，它迫使個人達成三個

重要目標：理解、指導及娛樂，而這些目標的達成需透過媒介所提供的訊息資源 (DeFleur 

and Ball-Rokeach 1989)。應用於選舉情境，媒介訊息可增進選民社會理解，滿足投票選擇

目標，因為媒介依賴者接觸媒介的內容多、時間長、且對事實的理解多依賴媒介提供的資

訊，而電視辯論是一種電視媒介傳播訊息的方式，依前述推論，依賴深者其認知媒介可信

度較高，受其影響也較深，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4：選民的媒體依賴程度會「提高」觀看電視辯論所引發的政治傳播效果。

過去有許多研究探討媒介使用與政治行為的關係。針對電視與報紙等傳統媒介所做的

研究顯示，傳統媒介尤其是報紙，會直接影響選民的政治知識程度與政治效能感，並間接

影響政治參與行為 (Eveland and Scheufele 2000)。Johnson等 (1999)探討傳統媒介（報紙、

電視、雜誌、廣播等）與新媒介（電視談話節目、廣播談話節目、網路等）對於候選人形

象以及認知候選人政見立場的影響，研究發現：傳統媒介與認知政見立場之關係較強，而

新媒介與候選人形象之關係則較傳統媒介強。在電視收視對政治行為影響的研究中，過去

研究證實收看電視中公共事務報導頻率愈高者，其政治參與程度愈高 (Robinson and Levy 

1986)，Chaffee、Zhao與 Leshner(1994)發現：電視新聞最能預測選民對候選人議題立場

的認知，而 Hofstetter、Zukin與 Buss(1978)則指出：收看電視新聞、電視選舉特別報導、

與電視競選廣告，能強化選民對候選人現有的形象認知。國內學者對於媒介使用與政治行

為間的關係也有所研究，陳憶寧與羅文輝（2006）發現：媒體使用內容比時間，更能預測

選民的政治資本；王嵩音（2010）比較傳統媒介和網路對於選民所知覺候選人形象的影

響，發現電視使用習慣會正向影響候選人形象認知。

由於媒介使用既會影響候選人形象 (Cho 2005)，也會影響候選人評價 (Kiousis 

2005)，此外，許多研究顯示，媒介使用與媒介可信度常呈現正相關（羅文輝　2004；羅

文輝等　2003），越常使用某一種媒介，越會傾向認為該媒介傳遞的內容是可信的 (e.g. 

Carter and Greenberg 1965; Cobbey 1980)，羅文輝（2004）便以認知失諧理論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中的選擇性暴露 (Selective Exposure)觀點來加以解釋，認為閱聽人在

選擇媒介時，會選擇符合自己思想、態度者，避開和自己思想、態度不符者，換言之，閱

聽人最常使用的媒介，可能就是最符合他們思想、信念與態度者，因此，也可能是最為信

任者；而在涵化理論中的主流效果，也主張收看電視時間越長者，越容易受到電視節目的

資訊與價值觀所影響 (Gerbner et al. 1980)，故本研究推論，選民透過電視媒體來收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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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會時，若其平日使用電視時間愈長，由於對電視內容可信度的評價越高、且越容易受

電視所傳播內容之影響，故可提高觀看電視辯論所引發的政治傳播效果，爰提出以下假

說：

H5：選民的電視使用習慣會「提高」觀看電視辯論所引發的政治傳播效果。

參、研究架構

圖 1研究架構中的依變項為政治傳播效果，包含政治效果與媒體評估效果。政治效

果包含選舉知識（議題式與一般性）、選舉興趣、人際傳播行為、投票意向改變、支持信

心、投票意願；媒體評估效果則包含電視辯論媒體效果評價、主辦媒體認同。自變項為 

有／無觀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干擾變項則為選民長期性的政治興趣、政治參與程度、媒

體依賴程度和電視使用習慣。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設計。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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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設計

一、樣本和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除了因為大學生的年紀，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首投族之外，也因為台灣的大學生中沒有支持特定政黨者的比例高達 70.5%（蘇蘅與傅榆 

2011），故政黨認同的因素在年輕的學生族群中，無法成為唯一的投票依據，其較容易受

到政治行銷策略、競選活動之影響，故電視辯論較有發揮影響力的空間（Kaid 1981; 溫偉

群與游梓翔　2008）。同時，在每次選舉時，學生族群的投票決策常會受到候選人競選行

為（如：廣告、政見）與其他外部線索影響，而在有關政治廣告對選民影響的研究中，

許多學者也都採取大學生為研究樣本 (Phillips, Urbany, and Reynolds 2008; Thorson, Christ, 

and Caywood 1991; Yoon, Pinkleton, and Ko 2005)，故大學生是合適的研究群體。

為測試首投族電視辯論觀看與否對於政治傳播效果的影響，並建立變數間的因果關

係，本研究採取實驗法驗證假說 (Cooper and Schindler 2011)，實際操弄電視辯論觀看與

否。為了解觀看與未觀看電視辯論者在政治傳播效果的差異，故採取受測者間實驗設計

(between-subjects design)，亦即有 2個實驗組別，一組將操弄為有觀看，一組則設定其沒

有觀看。

2012年的總統大選共規劃了三場電視辯論，其中兩場為總統候選人辯論（分別由媒

體和公民團體提問），一場則為副總統候選人辯論，由於三場各具特色，且為了增加操弄

的效果，故設定有觀看組別為三場辯論皆收看，沒有觀看組別則是皆未收看（三場辯論

的相關資訊請參見附錄）。為了確保觀看電視辯論組的受測者有完整收看三場電視辯論，

且控制其他可能外在因素影響最小的情況下，決定採取實驗室實驗法，請受測者集中於一

指定教室觀看電視辯論現場轉播，以提升實驗結果之內部效度（吳萬益　2011）。正式實

驗前一週，本研究在學校電子公告欄公開招募自願者參加電視辯論的觀看（限定資格為首

投族），並說明需三場全程參與，並會在最後一場結束後，每人獲得新台幣 500元的實驗

費用，費用金額的設定參考自 Parkin(2010)。以金錢誘因募集受測者，係因其必須完整觀

看三場電視辯論，為提高參與動機，故採用此法。過去許多政治傳播領域學者在進行實驗

時，也常藉由金錢誘因或參與費用來招募受測者（e.g. Brader 2005; Druckman and Leeper 

2012; Homer and Batra 1994; Parkin 2010; 張卿卿　2009）。問卷施測前，說明「本研究欲了

解同學對觀看電視辯論後的反應，答案沒有對或錯，請同學依個人真實感受回答即可」。

觀看電視辯論組研究進行日期為 2011年 12月 3日、10日及 17日三場總統／副總統電視

辯論現場轉播，地點為某間事先約定的教室，觀看時請受測者避免交談，請觀看者在觀看



60　選舉研究

完最後一場電視辯論後立即進行問卷施測，樣本數為 53份，其戶籍地和母體結構相符。

未觀看組，則在 2011年 12月 19日（第三場電視辯論會後的第一個上班上學日）進行問

卷填答，基於取樣快速之考量 (Cooper and Schindler 2011)，俾儘量減少與觀看組填寫問卷

之時間落差，以減少外在事件（如突發之選舉重大事件）干擾實驗結果的可能，本研究

採取便利抽樣， 3於作者任教的大學抽取 65份符合首投族身份之大學生樣本，有效樣本 59

份，並確認這群受測者皆無收看過任何一場電視辯論。4 有觀看組和未觀看組的人口組成

結構相似，且其長期政治興趣、政治參與程度、媒體依賴程度、電視使用習慣上皆無顯著

差異 (all p>.1)。

本研究的有效樣本合計 112位，平均年齡為 20.79歲，男女比為 43.8% vs. 56.2%，至

於政黨傾向，則有 59.8%的受測者表明自己為中間選民、26.8%偏向泛藍（淺藍 25%、深

藍 1.8%）、13.4%偏向泛綠（11.6%淺綠、1.8%深綠）。

二、變項測量

（一）依變項

1. 選舉知識

本研究認為電視辯論對於選民的議題式知識和一般性知識有不同影響。議題式知識

屬於競選過程中的訊息和論題，故容易在電視辯論中彼此闡述和攻防（溫偉群與游梓翔 

2008；2009），本研究參考過去學者在政治知識的衡量方法和計分方式（e.g. Lo 1994; 陳

憶寧與羅文輝　2006；傅恆德　2005；羅文輝與鍾蔚文　1991），以「三隻小豬」、「豪華

農舍」、「夢想家 2.15億」、「宇昌案」、「柿子事件」、「觀看猛男秀」、「陳盈助事件」等選

戰議題詢問受測者是否聽過（每勾選一項給予 1分）；另外以 4題衡量受測者是否可判別

3 便利抽樣是指研究人員基於取得、衡量之便利而選出樣本元素的一種非機率抽樣方法，抽樣單

位的選擇亦由研究者決定。透過便利抽樣取得的樣本，即為便利樣本。受測者之所以中選，常

是因為他們在正確時間出現於正確地點，便利抽樣的範圍常使用學生。便利抽樣的優點為成本

低且快速，且其抽樣單位較易接觸、容易測量、配合度也高 (Cooper and Schindler 2011)。雖然

便利抽樣可能會有樣本之母體代表性不足的缺點，但因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大學生，而學生

之間具有較大的同質性（無論是年齡、學歷、興趣、想法、行為、對於研究變項的反應等）

(Calder, Phillips, and Tybout 1981; Kraus 1995; Peterson 2001)，故即使採用便利抽樣，研究結果對

於其他未參與實驗之大學生應仍具有一定解釋能力（周軒逸與周繼祥　2012）。
4 互動效果是指實驗組和控制組樣本之間的互動作用所造成對於研究結果的錯估（黃俊英 

2008），由於本研究的有觀看辯論組和無觀看辯論組乃是於不同時間前來指定教室填寫問卷，且

招募的管道也不同，兩組的樣本產生互動的可能性不高，應不致威脅研究的內部效度。另外，無

論是觀看組或未觀看組，在觀看電視辯論現場轉播或是在填寫問卷時，本研究都有提醒受測者請

勿交談，並在坐位上進行區隔，因此即便在同一場地，本研究也盡力降低樣本間的可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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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見主要由何政黨提出（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其他、不知道），包含「台灣共

識」、「九二共識」、「非核家園」、「兩岸直航」，若答對給予 1分、答錯則扣 1分。上述 11

題之分數加總，即為受測者議題式選舉知識的總分。5

一般性知識則屬於與該場選舉有關的最基本知識（例如：有幾組候選人、各候選人競

選號次），本研究採以兩項題目來衡量：「請問本次總統副總統大選有幾組候選人」、「請問

宋楚瑜／林瑞雄這組候選人的競選號次」，選項為：1、2、3、4。每題答對給予 1分，分

數加總即為受測者在一般性知識的得分。

2. 選舉興趣

選舉興趣的衡量，參考並修改自王嵩音（2006）、洪雅慧（2009）的衡量題項，是請

受測者以五點尺度（端點為：從來沒有／總是），評估是否曾出現下列陳述句的行為：「我

在網路論壇中瀏覽他人關於總統大選的政見」、「我透過媒體或網路時刻關注大選資訊」 

(α = .77)。

3. 人際傳播行為

本研究測量人際傳播行為的方法，參考並修改自王嵩音（2006）、洪雅慧（2009）的

衡量題項，是請受測者以五點尺度（端點為：從來沒有／總是），評估是否曾出現下列陳

述句的行為：「我最近在日常生活中與他人討論總統選舉」、「我透過郵件或聊天室 (MSN/

Yahoo/FB)與人們討論大選的話題」、「我與他人分享網上有關大選的資訊」(α=.68)。

4. 投票意向改變

本研究參考 Dhar與 Sherman(1996)在選項選擇和轉換的問法，在「有觀看組別」的

問卷前半部，首先詢問受測者在觀看電視辯論前是否有特定支持的總統候選人（無、蔡

英文、馬英九、宋楚瑜），而在問卷後半部，則是詢問在看過電視辯論後，若讓其現在投

票，其投票意向為何（蔡英文、馬英九、宋楚瑜、不投票、投廢票、尚未決定、都不支

持）；而在「沒有觀看組別」則依序詢問受測者有無支持特定的總統候選人，而其目前的

投票意向為何。若受測者前、後兩次的回答中，出現由「無→候選人 A」、「候選人 A→

候選人 B」、「候選人 A→不投票／投廢票／尚未決定／都不支持」，則視為投票意向改

變，在資料處理時編碼為「1」；反之，若出現由「無→不投票／投廢票／尚未決定／都不

支持」或「候選人 A→候選人 A」，則視為投票意向未改變，編碼為「0」。

5. 支持信心

支持信心的衡量題項修改自 Tormala、Clarkson與 Petty(2006)，請受測者以七點尺度

5 在本研究中針對有聽過、答對之議題和政見各給予 1分，由於本研究僅著重於分析有、無觀看

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對於選舉知識的影響，故此種計分方式只做為「知識量」的一種衡量，越高

分代表知識越豐富，而非假定每一議題、政見對於選舉結果之影響為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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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點為：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評估以下陳述：「我對我要投的候選人能力深具信

心」、「我對我要投的候選人可信任度深具信心」、「我對我要支持的候選人態度堅定」、「我

覺得我不會選錯人」(α=.89)。

6. 投票意願

投票意願的衡量題項修改自陳銘薰與李祥銘（2009），是請受測者以七點尺度評估

以下敘述的同意程度：「我有很高的投票意願」、「我會鼓勵朋友、家人一定要去投票」

(α=.92)。

7. 電視辯論媒體效果評價

電視辯論媒體效果評價的衡量，參考 Pinkleton與 Austin(2002)和洪雅慧（2009）對

媒介重要性評估的問法，並配合本研究調整問項內容，請受測者以七點尺度，評估下列陳

述的同意程度：「我覺得觀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讓我對各候選人有更多認識」、「我覺得

觀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讓我對各候選人政見有更多認識」、「我覺得觀看總統大選電視辯

論，我能做出較佳投票決策」(α=.89)。

8. 主辦媒體認同

本研究測量主辦媒體認同的方法，參考 Gurevitch與 Blumler(1990)所定義的媒體功

能，請受測者以七點尺度，評估以下敘述的同意程度：「我對公視舉辦總統候選人電視辯

論很認同」、「公共電視台是我信賴的媒體」(α=.80)。

（二）干擾變項

1. 政治興趣

關於受測者的長期性政治興趣，參考並修改自陳憶寧與羅文輝（2006）的題項，請其

以七點尺度（端點為：完全不符／非常符合），評估下列陳述句：「我對政治感興趣」、「我

對總統大選感興趣」、「我常與他人討論政治話題或國家大事」、「我平常會關注總統選舉的

訊息」等 (α=.72)。

2. 政治參與程度

政治參與程度的衡量，參考並修改自陳憶寧與羅文輝（2006）的題項，是請受測者以

五點尺度（端點為：完全不會／經驗豐富）評估以下敘述：「我佩戴過候選人的徽章或者

裝飾有候選人旗幟的飾物」、「我曾嘗試說服他人投票給某個特定候選人或政黨」、「我曾參

與過選舉活動（作為工作人員、候選人或者參與宣傳活動等）」、「我做過除以上行為以外

的事情來表達我對候選人或政黨的支持」、「我曾透過 email、電話、信件或者拜訪等方式

與政府官員接觸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我曾透過媒體（給報紙寫信、打電話給廣播台和電

視節目 Call-in等）評論某件事」、「我曾參與過政治遊行示威或靜坐抗議」(α=.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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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媒體依賴程度

本研究測量受測者媒體依賴程度，參考並修改自陳憶寧與羅文輝（2006）的題項，是

請受測者以七點尺度（端點為：完全不符／非常符合），評估以下敘述：「我很常接觸媒體

（電視、報紙、廣播、雜誌、網路⋯等）」、「我相信媒體（電視、報紙、網路）對事件報

導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我大部分資訊來源都依賴媒體提供的資訊」、「我喜歡自己主動搜

尋我有興趣的資訊」(α=.70)。

4. 電視使用習慣

引用自陳憶寧（2011）、陳憶寧與羅文輝（2006）、羅文輝等（2003）在衡量媒介使用

的測量方法之一，請受測者評估「我每天平均花 ___小時看電視」此一題項，並於空格處

填入數字。6

（三）控制變項

針對台灣選民的研究顯示，會影響其媒體使用與政治參與關係的變項包括年齡、性

別、教育程度和政黨傾向等（楊孟麗　2003；蔡佳泓　2001），而認知需求程度則可能影

響實驗設計對依變項的影響 (Cacioppo and Petty 1982)，由於本研究受測者設定為大學生首

投族，具有相近的年齡和一致的教育程度，故僅控制受測者性別、政黨傾向、認知需求程

度的可能影響。政黨傾向的衡量是請受測者勾選自己屬於「深綠、淺綠、中間、淺藍、深

藍」，而認知需求程度則使用 Cacioppo與 Petty(1982)的衡量題項，請受測者以七點尺度

評估 23題敘述的同意程度 (α=.80)。

伍、分析結果

一、相關分析

本研究共有四個干擾變項，首先以二元相關分析檢視彼此之間的相關程度，以避免其

存在可能的共線性問題。表 1分析結果顯示：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僅有低度或十分微弱 (all  

| r | ≤ .39)，且皆小於 .5，故應無共線性的嫌疑（吳萬益　2011），且因相關程度不高，代

表它們應屬不同構念，有個別加以分析的意義。

6 本研究以電視收視時間（而非注意程度）作為媒介使用的衡量指標，一方面是因為在推論假

說時，即是以「時間」的概念進行推論，另外，在Walsh等 (2013)、Besley (2008)、陳憶寧

（2011）、王皓昀（2010）、劉念夏（2009）、陳憶寧與羅文輝（2006）、羅文輝等（2003）研究

中，亦是以時間作為媒介使用之衡量指標，以其預測對於不同應變數、媒介效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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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二元相關分析結果
(1) (2) (3) (4)

(1)政治興趣 1.00 - - -

(2)政治參與程度 .26*** 1.00 - -

(3)媒體依賴程度 .23** .02 1.00 -

(4)電視使用習慣 .00 -.06 .08 1.00

平均值 3.35 1.47 4.70 2.25

標準差 1.13 0.48 1.14 2.48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

說明：N=112; **p<.05; ***p<.01。

二、假說檢定

為檢測受測者有／無觀看總統大選電視辯論（類別變數）之影響，及其政治興趣、政

治參與程度、媒體依賴程度、電視使用習慣之干擾，並保持上述干擾變數原始之連續變數

型態，故本研究以階層式迴歸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進行後續分析，首先於第一

階層迴歸控制受測者性別、政黨傾向、認知需求程度的可能影響，而以第二階層迴歸的統

計數值檢測有／無觀看電視辯論之主效果，至於干擾效果則以第三階層迴歸所帶入的干

擾變數與有／無觀看電視辯論之交乘項統計數值檢測。若應變數屬於連續變數，則以線

性迴歸進行分析，若屬於二元之類別變數（即投票意向改變），則以羅吉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處理。

在進行分析前，所有連續變項皆進行總平均中心化 (grand mean centering)轉換，至於

類別變數，則參考 Chan、Cheng與 Leung(2011)、Bao、Sheng與 Zhou(2012)的作法，以

虛擬變數處理，若該變數有 k個分類，則需設立 k-1個虛擬變數：(1)性別：女性編碼為

0，男性編碼為 1（0代表比較的基準，透過對應的迴歸係數即可得知男性相較於女性，

對於應變數的影響為何）；(2)政黨傾向：本研究請受測者自行表明其政黨傾向為深綠、淺

綠、中間、淺藍、深藍，並將其簡化為「泛綠」、「中立」、「泛藍」三種類型，故設定兩個

對應的虛擬變數，將中立選民設為比較基準之參考組 (0, 0)，泛綠選民編為 (1, 0)(dummy 

1)，泛藍選民則編為 (0, 1)(dummy2)，dummy1的係數代表泛綠相較於中立選民的差

別，而 dummy2的係數則代表泛藍相較於中立選民的差別（俞洪亮、蔡義清與莊懿妃 

2010）；(3)有／無觀看電視辯論：「無」編碼為 0、「有」編碼為 1；(4)投票意向改變：如

前所述，若投票意向改變則編碼為「1」；若投票意向未改變，編碼為「0」。

此外，由於「支持信心」乃欲瞭解已決定投票給特定候選人之受測者（即目前的投票

意向勾選特定候選人之樣本）對其決策的信心，故在分析此一應變數時，將目前投票意向

勾選不投票、投廢票、尚未決定或都不支持者排除，此部分的分析樣本計 7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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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和表 3可知，第一階層的分析結果顯示：(1)男性相較於女性，擁有較為豐

富的議題式選舉知識 (β=.18, t=1.86, p=.07<.1)、較頻繁的從事與選舉有關的人際傳播行

為 (β=.20, t=2.03, p<.05)，且對於其投票決策（即支持的候選人）也有較大的信心 (β=.24, 

t=1.97, p=.05<.1)，對於主辦電視辯論之媒體也有較高的認同度 (β=.26, t=2.73, p<.05)；(2)

政黨認同者和中間選民的反應具有明顯差異，泛綠選民相較於中間選民，擁有較多的議題

式選舉知識 (β=.21, t=2.22, p<.05)；泛藍選民相較於中間選民，具有較多的議題式選舉知

識 (β=.23, t=2.36, p<.05)、較高的選舉興趣 (β=.19, t=1.88, p=.06< .1)、較頻繁的選舉相關人

際傳播行為 (β=.19, t=1.95, p=.05<.1)、較高的候選人支持信心 (β=.31, t=2.44, p<.05)、投票

意願 (β=.22, t=2.29, p<.05)和主辦媒體認同 (β=.17, t=1.75, p=.08<.1)；(3)認知需求程度越

高的選民，具有越高的投票意願 (β=.18, t=1.94, p=.06<.1)。

在控制上述變數的影響後，第二階層主效果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有／無觀看電視

辯論，對於受測者的部分反應具有顯著影響，有觀看電視辯論者，相較於沒有觀看者，

會增加其議題式選舉知識 (β=.35, t=4.01, p<.05)，但兩者在一般性選舉知識上沒有顯著差

異 (β=-.05, t=-.53, p=.60>.1)，故 H1a成立。此外，有觀看者對於電視辯論的媒體效果會

產生較為正面的評價 (β=.61, t=7.89, p<.05)，且對於主辦辯論之媒體認同也提高 (β=.50, 

t=6.13, p<.05)，而觀看了電視辯論後，其投票意向改變的可能性亦顯著提升 (β=1.48, 

Wald χ2(1)=9.73, p<.05, Exp(B)=4.39>1)，整體而言，有觀看者改變投票意向的可能性為

43.4%，而未觀看者則僅有 16.9%，故支持 H1d、H1g、H1h，此外，雖然有觀看電視辯論

者，會提升其選舉興趣、人際傳播行為、支持信心和投票意願（選舉興趣：β=.13, t=1.37, 

p=.17>.1；人際傳播：β=.07, t=.70, p=.49>.1；支持信心：β=.07, t=.57, p=.57>.1；投票意

願：β=.13, t=1.41, p=.16>.1），但由於效果未達顯著水準，故 H1b、H1c、H1e、H1f不成

立。整體而言，觀看電視辯論，確實會對民眾產生政治傳播效果，惟只影響部分反應指

標。

第三層干擾效果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1)受測者的政治興趣與有／無觀看電視辯

論的交乘項，顯著正向影響選舉興趣 (β=.32, t=3.48, p<.05)、人際傳播行為 (β=.29, t=3.09, 

p<.05)和投票意願 (β=.23, t=2.39, p<.05)，代表受測者對於政治越感興趣，則可「提高」

電視辯論之觀看對於其選舉興趣、人際傳播行為、投票意願之正向影響，故 H2成立。

(2)政治參與程度與有／無觀看電視辯論的交乘項，顯著正向影響受測者的人際傳播行為

(β=.22, t=2.33, p<.05)，代表受測者對於政治的參與程度越高，則可「提高」電視辯論之觀

看對於其人際傳播行為之正向影響，與原假說預期的「降低」相反，故 H3不成立。(3)

受測者的媒體依賴程度對於觀看電視辯論與否之效果，具有顯著的干擾作用，兩者的交乘

項顯著正向影響選舉興趣 (β=.16, t=1.75, p=.08<.1)、電視辯論媒體效果評價 (β=.18, t=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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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代表受測者越依賴媒體，則可「提高」電視辯論之觀看對於上述兩種反應之正向

影響，支持 H4。(4)電視收視習慣與有／無觀看電視辯論的交乘項，則可正向影響受測者

的選舉興趣 (β=.16, t=1.79, p=.08<.1)、支持信心 (β=.24, t=1.97, p=.05<.1)，即受測者平時花

越多時間收看電視，則會「提高」電視辯論之觀看對其選舉興趣、支持信心的正向影響，

支持 H5。

表 2　層級式線性迴歸分析結果	
政治傳播效果

議題式

知識

一般式

知識

選舉 

興趣

人際 

傳播 

行為

支持 

信心

投票 

意願

電視辯

論媒體

效果 

評價

主辦 

媒體 

認同

第一階層（控制變項）

　性別 .18*a .03 .15 .20** .24* .05 .07 .26***

　dummy1（泛綠） .21** .04 .06 .11 .10 .15 -.04 -.11

　dummy2（泛藍） .23** -.12 .19* .19* .31** .22** .17 .17*

　認知需求 .03 .01 -.03 .06 .01 .18* .08 .11

R平方 .10 .02 .04 .07 .11 .09 .04 .10

調整後 R平方 .06 -.02 .01 .03 .05 .06 .00 .07

第二階層（主效果）

　有／無觀看辯論 .35*** -.05 .13 .07 .07 .13 .61*** .50***

R平方 .22 .02 .06 .07 .11 .11 .39 .34

調整後 R平方 .18 -.02 .02 .03 .04 .07 .37 .31

R平方改變量 .12 .00 .02 .00 .00 .02 .36 .23

第三階層（干擾效果）

　有／無觀看 *政治興趣 .06 .15 .32*** .29*** .12 .23** .01 .12 

　有／無觀看 *政治參與 -.07 .09 .05 .22** -.12 .01 -.09 .03

　有／無觀看 *媒體依賴 .11 .09 .16* -.01 .13 .12 .18** .05 

　有／無觀看 *電視收視 -.01 -.04 .16* .15 .24* .01 .01 -.08 

R平方 .24 .06 .24 .22 .23 .18 .44 .36

調整後 R平方 .17 -.03 .17 .15 .12 .11 .39 .30

R平方改變量 .02 .04 .18 .15 .12 .07 .04 .02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

說明：a 標準化迴歸係數；N=112; *p<.1;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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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層級式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投票意向改變）
自變數 迴歸式 1 迴歸式 2 迴歸式 3

性別 -0.13 (0.09) 0.88a -0.22 (0.22) 0.80 -0.21 (0.18) 0.81

dummy 1（泛綠） -1.27 (2.52) 0.28 -1.23 (2.17) 0.29 -1.15 (1.83) 0.32

dummy 2（泛藍） -0.64 (1.56) 0.53 -0.97 (3.08)* 0.38 -1.03 (2.91)* 0.36

認知需求 0.05 (0.02) 1.05 0.23 (0.47) 1.26 0.19 (0.27) 1.21

有／無觀看辯論 1.48 (9.73)*** 4.39 1.50  (9.45)*** 4.47

有／無觀看 *政治興趣 -0.21  (0.48) 0.82

有／無觀看 *政治參與 0.48 (0.33) 1.61

有／無觀看 *媒體依賴 -0.03 (0.01) 0.97

有／無觀看 *電視收視 -0.16  (0.99) 0.85

-2 Log likelihood 131.69 120.99 118.29

Nagelkerke R2 .05 .18 .21

整體預測正確率 70.5% 75.9% 78.6%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

說明：a B (Wald) Exp(B); N=112; *p<.1; **p<.05; ***p<.01。

陸、結論

一、主要發現與討論

總結以上的實驗結果，本研究發現：

第一，有／無觀看電視辯論，對於首投族有不同的政治傳播效果。在政治效果方面，

觀看者相較於未觀看者，增加了議題式選舉知識、且其投票意向改變的可能性亦顯著提

升，突顯電視辯論對於選票流向之可能影響；而在媒體評估效果方面，觀看者會對電視辯

論的效果產生較為正面的評價，且對於主辦辯論之媒體的認同也有所提高。另外，如同本

研究之預期，觀看電視辯論不影響受測者的一般性選舉知識。

第二，雖然有／無觀看電視辯論，對於首投族選舉興趣、人際傳播行為、支持信心、

投票意願的提升效果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四種效果指標上，有／無觀看電視辯論

卻與干擾變數，出現顯著的交互作用，顯示其效果深受干擾變數之影響。其中，首投族的

政治興趣越高，可「提高」電視辯論之觀看對於其選舉興趣、人際傳播行為、投票意願之

正向影響；而其越依賴媒體，則可「提高」電視辯論之觀看對於選舉興趣、電視辯論媒體

效果評價之正向影響；平時花越多時間收看電視，則會「提高」電視辯論之觀看對其選

舉興趣、支持信心的正向影響。另外，本研究發現：首投族對於政治的參與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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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提高」電視辯論之觀看對於其人際傳播行為之正向影響，與原預期的「降低」假

說相反，本研究認為，可能是因為政治參與程度相對高者，可能有較為特定支持的政黨

或候選人，因此會關心其支持的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上的表現，並引發較多的討論和人際

傳播，若覺得自己原支持者的表現較好，則會廣為宣傳與強調；反之，若覺得自己原支

持的候選人在電視辯論表現較差，則更會透過人際傳播行為為其辯護或是關心可能造成的

負面影響（第三人效果）（Davison 1983; 林素真　2009）。另外，政治參與程度在其他指

標上，皆不具有顯著干擾作用，本研究認為因為首投族選民過去的政治參與程度普遍偏低

(M=1.47)，且在此一變數上的變異不足（變異數僅有 .23），故影響了此一變數之效果。

第三，政治興趣、政治參與程度、媒體依賴程度、電視使用習慣，對於有／無觀看電

視辯論選民的政治傳播效果影響之干擾作用，主要出現於與政治效果有關之反應，而對媒

體評估效果的指標，則較不具干擾，本研究認為，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負面媒體框架效

果，影響民眾對媒體的評價。當選戰新聞多數被框架在策略與選舉成功與否的脈絡裡，取

代了政策與領導議題的討論，或當媒體將候選人形塑成投機主義者、只競爭權力而不思解

決政治問題時，民眾便漸漸接受媒體的負面框架（Lichter and Noyes 1996; 彭芸　2002）。

故當選民知覺媒體因立場的不同，而可能對不同政黨、候選人或選舉新聞形成特定框架

時，會漸漸對媒體不信任，進而影響對媒體的評估效果。另一方面，媒體在選戰過程中，

自有一番新聞運作邏輯，其報導選舉新聞的焦點和民眾所關心的議題之間或有一定的差

距。因時間有限，民眾所關心的議題不一定都會在電視辯論會中被充分討論，這也可能造

成媒體評估效果的不顯著。

第四，整體而言，有／無觀看電視辯論者，在選舉興趣、人際傳播行為、支持信心及

投票意願的反應上未見顯著差異，但若區分政治興趣高低，則政治興趣高者會因觀看電視

辯論而有更高的選舉興趣、人際傳播行為及投票意願，亦即電視辯論的上述政治效果，對

於政治興趣高者影響較巨。因政治興趣高者會主動接觸較多政治訊息，故自主觀看電視辯

論的收視群中，大部分應為政治興趣較高者，因此，觀看電視辯論對其會產生正向的政治

傳播效果。反之，對政治興趣較低者而言，電視辯論僅是競選活動之一，候選人陣營仍需

以之結合其他的活動、策略（如競選廣告、政見、文宣、造勢等），才可能影響其選舉參

與行為。

二、理論與實務意涵

在理論意涵方面，迄今國內針對電視辯論的研究，多使用內容分析法，著重於辯論會

中政策論述、人格檢視的比重，或是辯論訊息中不同策略（自誇、攻擊、防禦）的使用比

例、議論論述之分析等（e.g. 莊伯仲　1995；溫偉群與游梓翔　2008；榮麗珍　2005），



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對於首投族之政治傳播效果：以 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為例　69

較少討論電視辯論對閱聽人的影響效果。而效果方面的研究中，雖有學者曾論及電視辯論

的政治論述功能（溫偉群與游梓翔　2008）及第三人效果（林素真　2009），但尚未針對

電視辯論的政治傳播效果進行檢視，相反的，本研究採取實驗法，並納入廣泛的效果指

標，除有助於深入瞭解電視辯論的因果性影響外，所探討的干擾變數亦有助於瞭解其效果

之作用情境與對象。相對於其他關於媒介與選舉參與之研究（e.g. 王嵩音　2006；洪雅慧 

2009；陳憶寧與羅文輝　2006），本研究發現電視辯論的影響力不可忽視，電視辯論的場

次少而集中，可提升議題式選舉知識，會左右選民的投票意向，且對政治興趣和媒體依賴

程度高、電視使用習慣重度的閱聽人，其政治傳播的效果更加明顯。雖然電視辯論在競選

傳播策略中的角色和影響力，已有許多國外文獻證實 (Benoit, Hansen, and Verser 2003; Lee 

and Benoit 2005; McKinney and Carlin 2004)，但台灣在選舉中施行電視辯論的歷史較短，

其效果尚未被系統性的從不同視角加以探討，故本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為後續研究奠

基。

其次，政治或傳播學者過去較關注各種競選傳播行為對選民政治資本的影響（陳憶寧

與羅文輝　2006），較少觸及競選傳播行為對媒體評估的影響（彭芸　2007），然而媒體做

為社會公器，其公正性和信賴度是被閱聽人評斷與接受的基礎。本研究證實，選民觀看電

視辯論與否，對電視辯論媒體效果評價及主辦媒體認同有顯著影響，故也有助於填補相關

理論缺口。

再者，過去研究顯示，年齡和投票率呈正向關係，而教育程度和投票率則呈反向關係

（e.g. Miller and Shanks 1996; 廖益興　2006；蔡佳泓　2001）。首投族年紀輕、學歷高，

常被視為是選舉參與最低的一群，其對選舉結果影響力有限（ETtoday東森新聞雲，2011

年 11月 25日）。7本研究證實，電視辯論雖然不能立即提高首投族的選舉參與或投票意

願，但會提高其選舉知識和改變投票意向；且對於高度政治興趣、媒體依賴、電視收視重

度的首投族而言，所引發的政治傳播效果更為明顯，其作用力不容小覷。故本研究證實首

投族在媒介使用（電視辯論會）與政治傳播效果間的關係，彌補過去對於首投族研究之不

足。

在實務意涵方面，本研究提供以下幾點建議：第一，本研究證實電視辯論對於首投族

的確具有政治傳播效果，且對於政治興趣、政治參與程度、媒體依賴程度越高者、平時花

越多時間收看電視者，其影響效果越為明顯，故候選人應把握參加電視辯論的機會，充份

表現自己，俾有助於獲得更多首投族的支持，並強化既有支持者的意向。雖然新世代年

輕選民，相較於年長選民，其獲得資訊的管道更加多元，且網路來源的重要性可能更甚傳

7 戴立安，2011，〈首投族投票率僅 5成　中產階級重要〉，ETtoday東森新聞雲，11月 25日，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11125/8916.htm#ixzz1xfFrkmc6，檢索日期：2012年 9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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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報紙和電視（蘇蘅與傅榆　2011），陳憶寧（2011）的研究也發現：年輕世代（18-34

歲）相較於年長世代（35歲以上）花較多時間在閱覽網路新聞、較少時間使用傳統媒介

接收新聞，不過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3）的調查報告顯示：20-24歲的人口中，

上網比例高達 94.4%，且在有使用網路的族群中，高達 81.5%同時有看電視的習慣，換言

之，欲透過電視媒介（即電視辯論）接觸首投族選民仍大有可為。第二，由於本研究證實

若有觀看電視辯論對於年輕選民確有其正向效果，故候選人可以思考，應如何增加收看

者，無論是事前對於電視辯論的宣傳、透過不同媒體散佈相關資訊、增加轉播、重播的媒

介形式、或結合其他新式傳播科技，增加對年輕選民的收看吸引力等，都是可以考慮的作

法。最後，電視台主辦候選人電視辯論有助於提升觀眾的媒體認同，故對於媒體主管而

言，宜考慮爭取主辦的機會。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首先，本研究係以實驗法來測試觀看電視辯論與政治傳播效果的因果關係，由於有觀

看電視辯論組別的受測者需觀看三場現場轉播的辯論後，才填寫問卷，而每場電視辯論舉

辦的間隔為一週，故在收看完第一場至第三場結束後正式填答問卷前，至少有兩週的空

檔，這期間各媒體對候選人在辯論過程表現的報導和評述，會不會因而影響觀看者或未觀

看者對電視辯論效果的反應，應進一步加以釐清。不過因為本研究採用受測者間實驗設

計，共有 2個實驗組別，故實驗期間的外生事件影響，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會同時作用於這

兩個組別，使其效果相抵，降低對於分析結果的效度威脅 (Cooper and Schindler 2011)。

其次，本研究設定有觀看電視辯論的組別為三場辯論會皆全程收看，未觀看組別則是

三場皆未收看，由於觀看的場次多、時間長，因此，可能會提高觀看電視辯論所引發的

政治傳播效果，未來研究可針對受測者的觀看場次（如：1場 vs. 2場 vs. 3場）亦進行操

弄，以進一步瞭解觀看場次所可能發揮的干擾作用。本研究認為，即便只觀看一場，也足

以產生政治傳播效果（只是觀看三場的效力更強），如同林素真（2009）的研究即發現，

只收看一場 2008年總統大選公民辯論會，即會影響觀眾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投票意願、

投票決定。

第三，主辦此次電視辯論的媒體包含公共電視台、中央通訊社、蘋果日報、中國時

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等，但考量錄影棚和主持人係由公共電視台提供，故本研究僅針對

公視做主辦媒體認同的評估，該結果是否能類推到閱聽人對其他主辦媒體的評估，似有疑

慮。此外，對於電視辯論的協辦單位、或是若透過非公視之其他媒體收看轉播（如：華

視、原民電視台、客家電視台等），則觀看電視辯論的有無，對於其他媒體單位之認同作

用仍待進一步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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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為增加研究結果的內部效度，確立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本研究採實驗室實驗

法，規定觀看辯論組別的學生需於指定教室收看現場轉播，俾排除收視不完整或其他可能

外生變數（如：分心、辯論過程中廣告時段轉台收看到其他節目）的影響，未來研究若可

改採現場實驗法，針對在自然收視情境下觀看電視辯論的學生進行測試，則可進一步增加

結果的外部效度。

第五，本研究僅鎖定首投族學生選民，雖然年輕選民對於電視資訊來源的重視程度

不如網路（蘇蘅與傅榆　2011），但以其為樣本並證實電視辯論的效果，不失為一保守的

測試，且亦提供部分證據支持電視辯論效果之強健性（類似主張可見Muehling and Pascal 

2011）。不過未來研究若可使用不同職業別或年齡較長的選民樣本，再次測試觀看總統大

選電視辯論與否的政治傳播效果差異，將可對電視辯論的影響有更全面的瞭解。 

最後，雖然政治信任及政治效能感在過去研究中，已被證實對傳播行為存在互動效

果（Bimber 2001; 王嵩音　2006；彭芸　2002），但本研究未針對該等變數加以控制或衡

量，其是否具有干擾效果有待未來研究再行探討。

* * *

投稿日期：2013.10.13；修改日期：2013.12.10；接受日期：201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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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場電視辯論相關資訊

主辦單位
參與之 

候選人
重大論述、辯論議題

提問 

方式

第一場

　2011.12.03

14:00-16:30

公視

中央社

中時

自由

聯合

蘋果

馬英九

蔡英文

宋楚瑜

蘇嘉全豪華農舍、九二共識、台灣共識、柿子事件、

陳盈助事件、非核家園、夢想家、三隻小豬、兩岸直

航

台灣免簽國數目、ECFA、財政赤字減半、特赦陳水

扁、司法改革、選舉文化、未來四年經濟承諾、貧富

差距、能源危機與電價、不分區名單爭議與輔選團隊

成員形象等

媒體 

提問

第二場

　2011.12.10

14:00-16:30

同上 吳敦義

蘇嘉全

林瑞雄

台灣共識、九二共識、蘇嘉全豪華農舍、夫人議題

（觀看猛男秀、算命等）、夢想家、非核家園

政見跳票、ECFA、貪腐集團、無薪假、年輕人 22K

薪資、治安、維基解密、藍綠惡鬥、兩岸事務、建國

百年活動、馬奮館、幸福社會、國土重劃、TTP、電

磁波等

媒體 

提問

第三場

　2011.12.17

14:00-16:30

同上 馬英九

蔡英文

宋楚瑜

宇昌案、九二共識、台灣共識、非核家園

行政中立、司法獨立、國家安全、健保、民生用品漲

價、國家人權委員會、土地徵收條例、國防、司法獨

立與改革、稅制與分配不公、社福政策、居住正義、

扁案、黨產、托育政策、教育捐等

公民 

團體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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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Televised Presidential Debates on First-Time 

Voters: The Example of 2012 Taiwan President 
Election

Cheng-shih Lin*‧ Hsuan-yi Chou**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televised debates on voters in election contexts. In Taiwan, televised 

debates are still an emerging political-communication tool and an under-

researched topic. The major research question in this paper is does televised 

debates increases voters’ turnout inten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 Additionally,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which only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the use of different media on election participations, 

the current papers further discuss the audience’s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s 

on televised debates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the 

debates are held.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first-time voters and 

conducts an experiment to compare the political-communication effects 

between voters who watched televised debates of the 2012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voters who did not. Results show that watching televised debates 

can increase voters’ issue-related election knowledge. Furthermore, there is 

a higher possibility for voters who watched televised debates to change their 

voting target. For medium-evaluation effects, voters who watched debates 

generate more favorable impact on medium-effectiveness evaluations and 

medium identification. Finally, voters’ long-term political interests,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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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medium dependence, and TV usage habits moderate the 

political-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televised debat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ffirm the positive role of televised debates in political elections and provide 

relat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Keywords:  te levised debates ,  pol i t ical  communicat ions,  elect ion 

participations, first-time voters


